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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枫桥”的法治原理、模式与机制

杨  力*

内容提要 数字化拓展了对社会改造的可能性，已对纠纷解决产生深刻影

响，其中既有纠纷的数字化治理，也有数字化带来的挑战。作为纠纷解决的新

形态，“数字枫桥”聚焦的不是简单发挥数字本身的禀赋，而是把纠纷解决的

要素转化进入社会性、法律性的相互关系，是对纠纷解决的结构、资源和规则的

数字化重组，重新界定了“枫桥经验”的法治内涵、定位和功能。在此基础上，

引入行为动力理论可以进一步解释“数字枫桥”何以能成为推动纠纷解决范

式从“硬性干预”到“柔性干预”转型的动力机制，塑造新型的法治模式。“数

字枫桥”需要推动法治机制创新，树立多元规则择优的标准，构建嵌入规则的

平台体系以及建立稳定预期的信任规则。

关键词 枫桥经验 数字枫桥 纠纷解决 源头治理

*   上海交通大学凯原法学院、智慧司法研究院特聘教授。本文系 2021 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数据中国背景下公

共数据技术标准的法治体系研究”（项目批准号：21&ZD200）的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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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随着中国社会转型产生的复杂性、不确定性和协作要求不断提升，法学界对“枫桥

经验”的认知正在经历一个“突破性进程”，开始关注以数字化方式推动更多法治力量

向引导和疏导端用力，加强矛盾纠纷源头治理。但是，这一突破更多揭示的是数字化赋

能纠纷解决的工具、能力和路径，却较少从数字化对“枫桥经验”的独特影响展开讨论，

缺乏一个聚焦点来观察和探索“数字枫桥”的法治原理、模式与机制。

肇始于 20 世纪 60 年代的“枫桥经验”，其内涵随时代变迁不断发展。从 20 世纪 60
年代，提出“依靠和发动群众，坚持矛盾不上交、就地化解”，到改革开放，强调“小事不

出村、大事不出镇，矛盾不上交，就地化解”，再到新时代以来，推动党建引领、人民主体、

“三治”融合、“四化”并举、共建共享的社会治理，(1) 这一发展历程蕴含着纠纷解决与国

家能力、社会结构、历史传统、民众心理等之间的复杂关系，体现为我国对“纠纷解决机

制结构性关系”的不懈探索。“枫桥经验”作为纠纷解决的实践创新，其核心理念在于

坚持矛盾不上交，就地化解矛盾。在此基础上，新时代“枫桥经验”更加突出源头治理，

“抓早、抓小、抓苗头”，坚持系统治理、依法治理、综合治理。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迅速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不断提升社会治理效能已成为

必然要求。其中，数字化不仅推动了纠纷解决范式转型，而且立足于国家治理能力现代

化发展形成“数字枫桥”。“数字枫桥”作为新时代“枫桥经验”的重要创新，不仅改变

了传统路径，以在线赋强公证、在线和解、在线调解、在线仲裁、电子支付令及在线申请保

全、司法确认、预查废、预执废、执前督促、诉前调解等方式，提高了纠纷解决效率，而且通

过数据汇集、平台协同、智能分析、风险预警、输出预期等方式，把关口和重心前移，提高

了源头治理效能。所以，“数字枫桥”以全息联动及时弥合社会关系，更加强调权力重组、

资源重整、规则重构，为实现法治模式与机制创新提供了基础。

“数字枫桥”不能简单以“在线性”赋能来评判，而是以数字正义为目标，推动应对

矛盾纠纷在架构、组织、运行、规则、意识上的改变。一方面，矛盾预防的结构性，需要立

足于国家治理才能实现。理解数字时代的“治理”，不是把矛盾放在“稳定逻辑”下的

数字管控，而是把数字化作为切入口，分析权力载体、资源禀赋和规则功能的变化，探索

“数字枫桥”的结构、方式和制度变革，以“共建共享一体化”原则，实现国家与社会的

相互塑成。另一方面，纠纷化解的源头性，依赖于主体之间达成一致的有效性。它要求

“数字枫桥”不能止步于政府、其他组织在诉讼内外单独、联合的战术反应，而是更多根

据数字对传统决策方式的改变、数字连接记忆的帕累托改进以及数字技术对行为的微定

(1) 参见中国法学会“枫桥经验”理论总结和经验提升课题组：《“枫桥经验”的理论构建》，法律出版社 2018 年版，第

18-2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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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等，(2) 诊断数字时代矛盾纠纷的成因、症结和类型，讨论在怎样的环境里当事人“更愿

意”产生一致行动。

那么，相对于数字化赋能纠纷解决，“数字枫桥”具有哪些独特性，其法治原理是什

么？“数字枫桥”又怎么塑造数字时代源头治理的法治模式，推动纠纷解决从硬性干预

（管理）到柔性干预（治理）的转型？“数字枫桥”还需要什么法治创新机制，为高水平

的矛盾纠纷源头治理提供条件？本文将从社会性、法律性两个相关立场出发，分析纠纷

解决的空间和复杂性，探讨数字化对纠纷解决的影响，并在此基础上重点探讨“数字枫

桥”的法治内涵、功能和定位，进而引入行为动力理论，提出“数字枫桥”实现定分止争

的机理与机制。

二、纠纷解决的理论、实践及数字化

矛盾的外延大于纠纷，纠纷是激化的矛盾。党中央提出加强矛盾纠纷源头化解，(3)其

内涵包括：一是抓住矛盾产生的根源，以问题为导向防患于未然，少讼无讼，重在治本之

策；二是紧扣纠纷的发展，防微杜渐，重心前移，防止蔓延升级。显然，新时代“枫桥经验”

已被放入社会治理大逻辑，亟需深化法治改革。梳理纠纷解决的研究导向和实践变化，

分析数字化对此产生的影响，能够为讨论“数字枫桥”奠定理论基础。

（一）纠纷解决研究的两个理论导向

1. 社会性导向的法律研究

该类研究关注让矛盾“止于未发”的社会支持，针对产生矛盾的社会关系进行现象

分析。20 世纪 30 年代理论界关于“实践中的活法”概念，曾经被推到法律现实主义几

何图形的关键位置，(4)又衍生了关系契约、权利关系、关系类型等若干辅助线(5)。这种社会

本位的法律观强调事实和互动关系，把社会规范和社会关系嵌入矛盾成因，纠纷解决也

是协调各种关系及与社会控制的关联。而“枫桥经验”是中国社会治理实践的一面旗帜，

“是密切党群关系、化解社会矛盾的优秀范例，是土生土长的中国智慧、东方经验”(6)。

围绕“枫桥经验”的社会性导向研究有两条路径：其一是社在政前。把个人契约、

民间习惯、行业规则等“一阶规范”放在国家权威之前，认为当事人会超越自己利益，接

受彼此连在一起的“元利益”，自治创建社会关系。(7) 通常乡村治理被当成典型场景，内

(2) See Julie Cohen, Between Truth and Power: The Legal Constructions of Informational Capitalism,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9, p.83.

(3) 参见《关于加强诉源治理推动矛盾纠纷源头化解的意见》，2021 年 2 月 19 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

审议通过。

(4) 参见［德］尤根·埃利希：《法社会学原理》，舒国滢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15 页。

(5) See Nisvan Erkal, Steven Y. Wu & Brain E. Roe, Putting Relational Contract Theory to the Test: Experimental Evidence, 
Experimental Economics, Vol.25:111, p.111-139 (2021).

(6) 陈存根：《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与社会治理》，载《社会治理》2024 年第 1 期，第 4 页。

(7) 参见马长山：《法治中国建设的“共建共享”路径与策略》，载《中国法学》2016 年第 6 期，第 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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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是沿袭村落“中心—边陲”的关系形式 (8)、礼在法前的无讼和谐文化，依靠“具有浓

郁地缘、血缘的熟人社会色彩，地方性知识占据竞胜地位，自治组织形成精微的民间秩

序”(9)，让矛盾止于未发。其二是冲突管理。目标是有范围、有层次地回应冲突，并以国

家权威评价指标影响矛盾治理，使社会效果、绩效评价成为矛盾治理的“二阶规范”。(10)

比如，通过配套性公共法律服务、“送法上门”司法巡回机制等，最大程度抑制纠纷激化

及外溢。

2. 法律性导向的社会研究

该类研究聚焦把纠纷“化于萌芽”的法律外观，避免过度社会性而陷入简缩化、结

论先行的泥沼。(11) 基于此，经由权威判断的形式理性被强调，表现为以制度方式使纠纷解

决有序化。其中，强制装置和正当程序是关键。(12) 这种国家本位法律观是在法律事实中

寻找纠纷解决方案。

随之，法律与公共服务正统性、权力结构拓展、包容性法治等理论被提出，(13) 纠纷解

决主要呈现两个倾向：一是包含强制元素的多元纠纷解决。区别于“村社基础上的纠纷

处理体制”，这一观点主张非诉讼纠纷解决应被当成在法院对抗与私人谈判之间的“驿

站”，其内涵渗入主体适格、法律权利等。(14) 于是，理论界开始呼唤“对多元纠纷解决治理

的治理”(15)，主张法治应扮演更重要角色，而不是无原则一味迎合当事人，忽略当事人的

法律权利。二是突出纠纷解决的过程正当性。针对欧美公共治理过度追求效率而侵蚀

法治，早在 20 世纪 70 年代，北美、澳大利亚创建了社区司法中心、法院附设调解，又将其

以“佛罗伦萨项目”为契机席卷欧洲。(16) 其核心是强调法律性导向的“正当程序”，包括

中立评估、调停、袖珍审判、恢复式仲裁、独立专家意见、司法委托调解、强制调解、行政复

议、调裁混同等。(17)

（二）纠纷解决实践的复合性变化

社会性、法律性两个研究相辅相成，主导着以往讨论纠纷解决的张力和空间。随着

经济和社会的深刻变化，纠纷的形态、多寡、烈度和纠纷解决的渠道、主体、方式正在发生

(8) 参见李汉林：《中国单位社会》，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50 页。

(9) 杨力：《新农民阶层与乡村司法理论的反证》，载《中国法学》2007 年第 6 期，第 157 页。

(10) 参见方琦、张翔、蒋卓余、练宏：《从“自保式执行”到有效治理——地方自主性实践的制度路径转换》，载《社会学研

究》2023 年第 2 期，第 160 页。

(11) 参见范愉：《诉讼社会与无讼社会的辨析和启示——纠纷解决机制中的国家与社会》，载《法学家》2013 年第 1 期，第

1 页。

(12) 参见舒国滢：《论法学的科学性问题》，载《政法论坛》2022 年第 1 期，第 151 页。

(13) 参见陈家建、赵阳：《“低治理权”与基层购买公共服务困境研究》，载《社会学研究》2019 年第 1 期，第 132 页；皇

甫鑫、李立：《治理逻辑、权力结构与监督制度绩效》，载《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23 年第 5 期，第 97 页；张清：《论法

治自信的法理阐释及其实践逻辑》，载《法学》2024 年第 1 期，第 3 页。

(14) 参见阎巍、袁岸乔：《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中行政审判的功能与定位》，载《法律适用》2021 年第 6 期，第 144 页。

(15) ［英］鲍勃·杰索谱：《治理与元治理：必要的反思性、必要的多样性和必要的反讽性》，程浩译，载《国外理论动态》

2014 年第 5 期，第 14 页。

(16) See Mauro Cappelletti ed., The Florence Access to Justice Project, Vol.1, Sijthoff and NoordhoffInt, 1978, p.15.
(17) 参见［澳］娜嘉·亚历山大：《全球调解趋势》，王福华译，中国法制出版社 2011 年版，第 18-2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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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改变，各种社会性、法律性要素交互，甚至缠绕在一起，纠纷的复合性进一步增强。

第一，经济社会均衡点调整导致纠纷源头发生重大变化。当前，农民负担、下岗职工

安置、基本社会保障、拆迁征地补偿等矛盾趋于缓和，在改革上半程作为纠纷主要爆发点

的“社会差别性”逐步消失。而在改革下半程，市场化和公平化塑造的“社会多元性”

产生了金融不良资产、知识产权、互联网平台、劳动关系、基层村社、生态环境等方面的纠

纷，(18) 牵涉到支持科技创新、民营经济、就业优先原则以及解决“保交楼”、善用惩罚性赔

偿、涉诉信访等因素，(19) 亟需重新认识“行动体之间、行动体与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和适

应”(20)，构建国家与社会推动纠纷解决的新型法益空间。

第二，纠纷解决的“分岔”导致前后、多方衔接不紧密。党委、政府、法律服务主体、

司法机构推动地方试点，形成了纠纷解决的“分岔”，但前后衔接不畅，只拥有少量连接

节点，缺少诉非衔接的一揽子调处和支撑保障体系，让诉讼服务被迫挺到一线。同时，不

少地方探索汇聚、关联和融合多方数据，初步实现全天候矛盾监测、诊断和预警，但纠纷

解决主体之间的功能耦合一直没有定论。其结果是，要么各类主体之间疆界过于清晰，

造成相互割裂；要么让某一主体过于强大而导致越位，产生应对上过强的总体性特征。

基于纠纷解决的人、案、物动态匹配的协同一体化治理秩序尚未实现。

第三，以人民为中心的认同促使纠纷解决高水平实现。纠纷解决可分成两种类型：

强制性的和自愿性的。(21) 前者更可能来自威慑，而道德引导、社会规范约束、合法性、程序

正义以及认知规则更可能诱发自愿性的纠纷解决。随着中国社会从同质性转向多元性，

纠纷解决的目标不再是社会控制，而是让人民满意。具体表现为纠纷解决的上下分治体

制，中央只保留平安建设、万人成讼率等目标设定、检查验收和激励分配权；允许地方灵

活行使治理权，以“柔性干预”挖掘影响纠纷解决的因素，及时动态反馈给当事人，寻找

自愿解决纠纷的认知条件，激发纠纷解决的自动行为，推动从管理向治理的转变。

（三）数字化对纠纷解决的深刻影响

数字社会是“正在加速变成现实的技术社会形态”(22)。数字化对社会联结的再定义，

以其深刻的变动性、平台性、微粒性特征，重建了社会主体之间的关系。数字化使纠纷解

决的内涵和构造发生极为复杂的改变，既有纠纷的数字化治理，也有数字化带来的挑战。

1. 变动性

新时代纠纷解决的类型、原则和因素发生改变，社会多元性成为重点议题和理解法

治的一把钥匙。然而，国家难以在短时间内完成体系化应对，使这一改变产生始料不及

的“外部性”。(23)

(18) 参见钱晓晨：《加快构建中国特色诉讼源治理体系》，载《法治日报》2022 年 10 月 24 日，第 7 版。

(19) 参见张昊：《2024，人民法院将在这些领域重点发力》，载《法治日报》2024 年 1 月 25 日，第 5 版。

(20) Thomas Schelling, Dynamic Models of Segregation, Journal of Mathematical Sociology, Vol.1:143, p.143-186 (1971).
(21) See Erich Kirchier, Erik Hoelzl & Ingrid Wahl, Enforced Versus Voluntary Tax Compliance: The Slippery Slope Framework, 

Journal of Economic Psychology, Vol.29:210, p.210-225 (2008).
(22) 孙伟平、赵宝军：《信息社会的核心价值理念与信息社会的建构》，载《哲学研究》2016 年第 9 期，第 120 页。 
(23) 参见张翼：《中国城市社会阶层冲突意识研究》，载《中国社会科学》2005 年第 4 期，第 11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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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化拓展了对社会改造的可能性，对社会运行方式产生深刻影响。所以，如果纠

纷解决停留在对参与方式、时空条件、运行逻辑的静态理解，必定忽略许多纠纷触及的角

落而让“国家治理失灵”。(24) 一是解纷参与方式的改变。数字时代的去中心化，导致原有

的解纷权力以“扁平化”方式让渡给基层机构、社会组织等。比如，微网格、共享法庭、

数字社区等实现了权力下沉，使社会系统的多值响应、自组织临界特征变得显著。(25) 二是

解纷时空条件的改变。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所说，“现在的社会不是坚实的结晶体，而是

一个能够变化且经常处于变化过程中的有机体”(26)。数字社会也是如此。现实中存在解纷

主体前后割裂、解纷资源不能跨域等难以协同的现象，而数字化以动态适应性重建治理

结构，为解纷方式不贯通、解纷资源不均衡提供了基石。三是解纷运行逻辑的改变。数

字治理提高了矛盾早识别、早预防的可能，国家可以通过数字实现对源头的恶元素管控

以及对“急难险重”问题的适度干预。(27) 同时，矛盾数据分析、预警和研判背后的算法

规则嵌入系统对社会产生影响，客观上减少了权力滥用。

但是，数字化的复杂程度和演进速度，又让国家权威和社会自治的格局发生改变。

两者之间的关系不再是简单让国家谦抑，抑或“只有社会体系失灵，政府才有必要启

动”(28)。传统社会自治的中心节点特征，使人们只与熟人保持频繁的“局部联系”，纠纷解

决的一阶规范作用明显。但数字社会让一般性节点的数量远远多于中心节点，某个或某

些节点的差异或变化不会影响整体社会，国家权威的二阶规范作用借助于数字化趋于增

强。所以，纠纷解决亟需理顺政府与社会、社会与民众之间的关系，响应数字社会带来的

变动，理性应对数字化的刚性，在治理过程中设计适度的弹性框架。其目的是避免被算

法统治，落入数字庸俗化的陷阱，并在此基础上实现纠纷解决在数字化上的增益，让数字

化成为纠纷治理的工具，而不是成为治理的目的。

2. 平台性

面对纠纷主体增多、纠纷特征多样、地域文化差异大、解纷机制分散，协同一体化治

理需要畅通和规范诉求表达、利益协调和权益保障的通道。此时，只有单一的国家权威

难以维系。

以数字为支撑点的纠纷解决平台链接了更多主体和资源，高度支持分散需求，及时

灵活响应自治机制，创造开放的参与式框架，能够更为准确、迅速、便捷地释放协同治理

效能。平台对纠纷解决的影响表现为：一是显性层面。莱斯格提出，平台作为数字社会 
“绕不开的公共空间”(29)，呈现为法律、规范、体系架构和市场的控制系统。平台改变了主

体支配关系的路径，使数权、话语权和信任体系这些非正式解纷权力产生了普遍影响；借

(24) 参见周光辉：《构建人民满意的政府：40 年中国行政改革的方向》，载《社会科学战线》2018 年第 6 期，第 10 页。

(25) 参见范如国：《复杂网络结构范型下的社会治理协同创新》，载 《中国社会科学》2014 年第 4 期，第 115 页。

(26)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5 卷），人民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10 页。

(27) 参见胡洁人：《当前新型社会纠纷解决机制研究》，载《当代法学》2012 年第 2 期，第 3 页。

(28) 黄文艺：《中国政法体制的规范性原理》，载《法学研究》2020 年第 4 期，第 15 页。

(29) ［美］劳伦斯·莱斯格：《代码 2.0：网络空间中的法律》（修订版），李旭、沈伟伟译，清华大学出版社 2018 年版，第

5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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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于非层级的构造、激活渠道效用、淘汰低效方式，以及把自治机制转化成系统功能，自

下而上地形成了纠纷解决的模式；依赖于网络支配，建立评分和信用机制，扩大了传统

社会规则无法触及的领域，以更为精准的规制和惩戒方式化解纠纷。二是隐性层面。平

台是私权力、强资源和准监管的复合体。平台作为纠纷解决的载体，以网络结构改变了

解纷权力的分配、操作和结果，以不设固定疆界改变地方治权中心化，成为纠纷解决的

“巨大力量的倍增器”。它超越了国家与社会的二分框架，实质上拥有纠纷解决协同一体

化治理的三个经典功能：立法权（平台规则）、司法权（平台惩戒）和执行权（平台规

则实施）。

平台创造了纠纷解决意想不到的价值，但也产生了悖反现象。平台使纠纷解决从狭

义的国家权威主导走向广义的社会协同治理，但数字生态下的纠纷解决平台也在侵蚀以

往的民间自治空间，其不断累积数据、掌控末梢、输出标准，甚至把纠纷解决的目标、观点

和倾向投射在数以亿计的设备上。一旦纠纷解决平台难以兼顾扮演好监管者和治理者

的角色，就会诞生纠纷解决强势导向的“利维坦”。比如，平台上的纠纷解决主体权利被

压制，主体数据能力的不均衡切割不同群体，平台被掌握和操纵在不负责任、脆弱和易犯

错的人手里。所以，如果对平台的治理过度依赖平台的自律而缺少公共权力的干预，就

会让其丧失“公共角色”，导致纠纷解决协同治理的失灵。

3. 微粒性

让人民满意，意味着纠纷解决的平均值意义不大，而是更多允许区别对待不同事物，

能持续观察分析纠纷主体的行为、感觉、价值，甚至从细微差别中找到纠纷解决点。

以往纠纷解决讨论都是指向实体世界，并不是虚拟世界。而数字的高度细粒前所未

有地深入纠纷解决的细枝末节，既有助于纠纷主体发现行为选择的动机，又更可能寻找

到自动解纷的启动方式。一方面，数字化对纠纷的外在认知及行为产生影响。数据经过

加工，提供了纠纷主体画像、法律知识查询、类案推荐、解纷方式甄选、解纷机构匹配等线

索，可以分析个体情绪、社会期许、群体认同、认知负荷、类型应对、连接耦合，乃至借助有

关个性、道德倾向、意识形态、宗教信仰等数据量表，指引个体在纠纷解决上的行为选择。

另一方面，数字化对纠纷的内在认知及行为产生影响。认知存在“双重加工”过程：一

种是数据经过加工所形成的判断，让纠纷主体作出有意识的行为选择，它耗费较多数据

处理和认知资源；另一种是使用最易提取的信息并形成判断，它迅速且经济，最重要的是

能无需费力而持续有保障地引导纠纷主体行为。(30) 相关研究表明，数字化的微粒性可以

更精准地提供特定信息及相应的启动物，依托框架理论、锚定效应、损失规避、沉没成本

等认知范式，(31)让行为者在无意识或前意识状态下自动化解纠纷，温和地助推人们作出更

好或较好的选择。

毫无疑问，数字的微粒性使纠纷解决可以减少使用“硬性干预”，更多使用“柔性

(30) See Jonathan St.B.T. Evans, The Psychology of Deductive Reasoning, Routledge & Kegan Paul, 1982, p.8.
(31) See Gretchen. B. Chapman & Brian H. Bornstein, The More You Ask for, the More You Get: Anchoring in Personal Injury 

Verdicts, Applied Cognitive Psychology, Vol.10:519, p.519-540 (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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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预”，但这也面临供给不足的挑战。那些达到细微级别的数据加工过程缓慢、效率低下

耗费多，且还可能面临纠纷解决的应用系统过于分散、交互体验不强、智能化和个性化服

务差等问题。所以，基于数字化而有意识的纠纷解决成本较大。这决定了需要进一步引

入行为动力原理，探讨如何弱化有意识干预，设计更有利于纠纷解决的科学化、人性化界

面。这种界面的好坏更多由设计者而非使用者决定，使用者唯一的影响力在于，接受或

拒绝使用某种数字化的纠纷解决通道。

三、“数字枫桥”的法治原理

在党的领导下调动整合各方力量化解矛盾，始终是“枫桥经验”不变的主线。在此

基础上，面对数字化影响，“枫桥经验”的法治原理发生新的变化，形成了“数字枫桥”

的法治原理，其主要包括法治内涵、法治定位和法治功能三个方面。

（一）“数字枫桥”的法治内涵

如图 1 所示，“数字枫桥”是指将“枫桥经验”的核心理念与数字化、智能化技术

相结合，以技术赋能为手段拓宽社会治理的范围和深度，以平台为依托预判风险及协同

应对，以人民为中心感知民意并精准响应，从而推动社会治理的创新和转型。在本质上，

“数字枫桥”是对原有纠纷解决的结构逻辑、资源配置、规则依据进行数字化重组，把参

与治理的要素重新配置进入社会性、法律性导向的相互关系，实现了对纠纷解决主体间

性的编程。(32) 所以，“数字枫桥”的法治内涵可以从权力、资源、规则等角度来分析。

数字影响 数字内容 数字法治

纠纷解决
范式转型

数字化赋能
纠纷解决

数字枫桥法
治内涵

数字化

变动性

平台性

微粒性

结构分化

平台协同

民意感知

权力重组

资源重整

规则重构

数字枫桥 在线性 全息联动 技术赋能

枫桥经验

基层治理

群众作用
矛盾不上交，就地解决，源头治理

图 1 数字枫桥的法治内涵

(32) 参见范伯乃、林哲杨：《政府治理的“法治—效能”张力及其化解》，载《中国社会科学》2022 年第 2 期，第 16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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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数字枫桥”的权力结构趋于多元合理。国家权威为主的管理，表现为自上而

下、非协商性，阻断了纠纷解决主体的互动进程，忽略了治理归根结底在于激活主体的沟

通，所以，难以针对不同情境因地制宜地给出纠纷解决方案。“数字枫桥”重建了局部支

配关系，在国家之外最大程度地发挥基层机构、社会组织的作用，实现横向协同，建立起

多层次、立体化的数字化纠纷治理结构。同时，数字化不只是让国家嵌入社会，而是国家

借助于科学合理的结构，将公共性注入其他行为主体，实现纠纷的合作治理。

二是“数字枫桥”的主体依托平台高效协同。以往纠纷解决中的多元主体缺位、错

位和越位的现象屡有发生，涉及的各类解纷资源未被有效整合。而“数字枫桥”强调平

台作为最直接、最灵敏的信息感知者、提供者，承载最广泛的联系，能设定各种途径和方

式，扩大对矛盾纠纷的知情参与，让分散的解纷资源自组织参与。虽然各类解纷机构在

目标、功能和服务能力上有差异，但内部有较强的同质性。这些机构为实现纠纷治理目

标相互协同，就能更好发挥服务社会、维护稳定的作用。

三是“数字枫桥”的治理规则更加灵活精致。随着纠纷复杂性增强，主体的需求越

来越精细化、多样化，国家必须改变包揽一切的做法，把指向纠纷个体的微观管理职能转

移出去。因应这一改变，“数字枫桥”让主体获得一定程度的话语权，更方便地参与社

会组织，发展形成更有适应性的规则。同时，“数字枫桥”还让社会组织的自治形态和

能力不断更新，发展出虚拟化平台，以复杂社会网络“小世界”规则的存在，弥补国家治

理涉及不到的层面或角落，扩大了纠纷解决的覆盖面。

（二）“数字枫桥”的法治定位

数字治理包括“基于数字的治理”和“关于数字的治理”，“数字枫桥”主要指向

前者。数字时代的“枫桥经验”已有诸暨样板、龙山经验、九龙坡试点等实践，为深化“数

字枫桥”研究提供了全新视角。

“数字枫桥”是一个持续迭代的过程，否则即使有巨大投入、先进技术，也是无生命

的。同时，“数字枫桥”在各个地区、部门展现不同特点和重点，存在不同程度和进度，

这是需求、资源和能力的差异造成的。归根到底，“数字枫桥”不存在一个绝对的对标

物，也不是简单地实现纠纷解决主体之间的数字化连接，而是把源头治理的每件事做到

精致。这样即使采用最简单的技术，也是以人为中心的、可持续的纠纷治理，能让更多的

人更安心地享受数字化成果。根据这一理念，“数字枫桥”的法治定位在于以下方面：

第一，“数字枫桥”是重塑国家与社会权力运行的新型法治体系。数字化打破以往

权力运行的“前台”与“后台”之间的界限，更多地赋权社会中的“相对无权者”，促进

了矛盾纠纷源头治理的权力扁平化配置。面对“数字枫桥”引起的这种改变，法治定位

在于为权力从国家向社会的高质量分权、适配和转移提供正当性，既要把该放的权力放

开、放到位，又要把该管的事务管住、管好。其要义不是彰显政府职能的“多”与“少”，

而是职能“定位”和“范围”的合理性；不是追求政府与社会之间“大”与“小”的平衡，

而是实现纠纷解决要素的“融合共振”。基于这样的逻辑，“数字枫桥”致力于实现权力

的最佳配置和运行，更大程度地实现源头治理，提升社会治理的整体性、协同性和实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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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数字枫桥”是重新界定资源属性和配置的新型法治生态。平台改变了纠纷

解决的横向多主体之间、纵向分阶段之间的连接方式，实现了跨部门的数据定向汇集、解

纷主体的在线协同、区块链的分布式证据可信、纠纷处置的全过程可见。针对这一变化，

法治定位需要重新调整政府部门之间的职责界定，强化相互之间的配合联动，避免职权

行使的交叉重复；理顺政府部门与社会组织的关系，简化纠纷解决的中间层次，减少运行

过程的冗余累赘；优化前端、中端、后端的纠纷解决流程，拓宽更多源头治理的空间、公共

法律服务的渠道以及司法对稳定预期的输出；加强诉非衔接机制，为当事人提供更多程

序选择权和强有力的司法保障。

第三，“数字枫桥”是重建人与人之间行为规则的新型法治系统。互联网的微粒性

对人们在社会中的角色定位、行动脚本、交往方式产生基础性影响。虚拟与现实、公域与

私域、历时与共时、线上与线下的重叠，使矛盾纠纷中的人与场景之间的互相建构愈加深

入，改变了对纠纷解决的传统认知，塑造着人的行为方式。因此，法治定位亟需适应这一

变化，不能只是设想在静态的场所或系统中，按照事先设定的规则解决纠纷，而是需要理

解新形态的关系和建立有温度的连接，让人们在新的关系情境和社会期待中调适自己，

找到源头治理的最佳契约点。基于此，法治的导向应当让政府“掌舵”而不是“划桨”，

把竞争机制更多引入公共法律服务，推动从零和博弈向非零和博弈的转变，使大规模协

同行为成为常态。

（三）“数字枫桥”的法治功能

对“数字枫桥”的法治内涵和定位概括，目的在于揭示其与数字化赋能纠纷解决的

差别性。在此基础上，“数字枫桥”进一步表现出的具体法治功能，为矛盾纠纷源头治

理提供了新的基础、结构和思路。

一是“数字枫桥”的法治赋权功能。要实现源头治理，对处于权力位置的主体进行

有效制约是关键。法治的秩序功能在以往纠纷解决上占据优先地位，导致国家在纠纷治

理上过于刚性，一旦数字被简化为工具理解，还会加剧这一状况。因此，“数字枫桥”的

法治之义在于更多发挥赋权功能，为激发社会参与、国家合理干预的源头治理提供空间。

比如，数字化聚合碎片物理和社会空间，使作为“末梢神经”的基层机构、社会组织更多

参与纠纷解决，推动了法治为这一权力分化提供合法性依据，既让公权力更多以程序性

方式介入，又让解纷参与者的责权利实现统一。

二是“数字枫桥”的法治协同功能。协同是优化配置物理、社会、信息“三元”空

间资源，解决复杂问题的能力和过程。数字化为信息独立于物理和社会创造条件，又使

信息可以支配物理和社会空间的资源分配。在这里，“数字枫桥”的法治功能表现为对

信息流动的权利义务安排，实现对源头治理协同场景的数字化建构。同时，通过“流程

再造”缩短信息传递的平均路径长度，减少对信息的扭曲和时滞，更有利于协同的扁平

化管理。此外，还可以理顺各种条块、组织之间的合作关系，以最权威信息、最快的响应，

形成强有力的源头治理能力。

三是“数字枫桥”的法治信任功能。数字化的目标之一在于，让源头治理的过程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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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能够体现出更为公平的社会分配。它以透明度、参与度、包容度等特性，让人们在这

样的制度安排中获得更大福利，塑造人们对这种制度和社会的依赖和信任。在这一过程

中，数字化创新模式所带来的福利被强化，又进一步烙刻在法律的记忆中，逐步把人们吸

引到受到肯定的数字化公平行为模式上来，并加以稳定的传承而不被遗忘。正是借助于

数字化对纠纷解决公平生态的生动改造，不同时间、不同地域、不同背景的人们对法治产

生更大的信任，进一步促进社会整合及实现源头治理。

四是“数字枫桥”的法治认同功能。“数字枫桥”跳出以往私权社会、疏不间亲、差

序结构的封闭语境，让源头治理可以获得数字支持，更多转译成法律事实和依据规则的

判断，使人们相信这能合理平衡风险，降低错误成本。此时，个体行为能够在国家治理的

框架下被期望，进而洞察个体态度与整体社会之间的关联以及引发社会互动及其因果关

联机制。这意味着人们只有通过彼此在源头治理上的直接互动，建立起间接互惠的基础，

结成认同的法治社会，才更可能获得与他人合作的机会。

五是“数字枫桥”的法治规制功能。数字化既赋能纠纷解决，也滋生新的矛盾，亟

需在数据、代码和算法上形成新型正义观。“数字枫桥”的法治规制功能的核心要义有：

科学合理地分配数据权益，消除数字鸿沟，抑制数据滥用，实现对数据的公平占有与合理

使用；在知识产权、隐私和言论自由等方面制定标准，对“恶意代码”加以控制，实现对

代码规制的正当性；惩治算法歧视和打开算法黑箱，防止事实上形成严重侵蚀社会公平

的算法“鄙视链”。

四、“数字枫桥”的法治模式

“数字枫桥”超越以社会性、法律性为主导的模式，重组升级原有的纠纷解决形态，

对权力、资源和规则系统的运行产生影响，改变了整个纠纷解决的发生基础，推动了纠纷

解决从“硬性干预”到“柔性干预”的法治范式转型。从本质上讲，“数字枫桥”的法

治原理不是简单的强制服从，而是在清晰、强烈和真实的社会常规运转过程里，一个人出

现了自愿的态度，服从以合作的方式出现。所以，更重要的是抓住法治的内涵、定位和功

能，将其转换成个人自觉行为。毕竟用抽象的法治术语讨论矛盾纠纷解决还只是一种概

念，而在真实情境里检验一个人的选择，需要进一步引入另一种不同方式。这使我们可

以从“以人民为中心”角度，探讨纠纷解决的法治范式转型背后的驱动力，分析更有适

应性的干预方式及路径。这样，无论“数字枫桥”的法治原理施加了怎样的力量，矛盾

纠纷的主体都会将自己的服从行为归因于对法治的尊重，而不是威胁或控制。

（一）行为动力理论的引入

“数字枫桥”内涵和功能呈现为一个复杂系统，受到各种内外部因素的影响，甚至让

纠纷解决的演化可能偏离最初目标。因而，引入行为动力理论有助于根据“数字枫桥”

的复杂性需求，探讨“基于什么条件”更可能、更容易实现源头治理的内在机理。

近五十年来，行为动力理论最重要的发现之一，就是 Evans 提出的“双重加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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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ual-processing）概念及其深化。(33) 传统法学把“理性”作为分析认知、态度、判断和行

为的起点，并把对政策、法规、制度的评价建立在该起点之上。“双重加工”理论质疑这

样的假设，并实证了系统化和启发式的认知与判断同时存在，非理性的、情绪化因素渗透

在信息加工中。在此基础上，卡尼曼进一步概括提出，面对认知和判断任务，人脑的信息

加工包括两个系统：系统 1 使用最易提取的信息并形成判断，迅速且经济，但易于形成偏

见，或产生对理性的系统性偏离；系统 2 审慎和逻辑化，它监督系统 1 运行，富于批判性

地加工信息形成判断，但其过程缓慢、效率低下，耗费更多的认知资源。因此，在日常行

为选择中，系统 1 被更多使用，系统 2 会不时地向系统 1 妥协，且多由系统 1 主导，为其

充当解释者。相关研究表明，系统 1 作出判断不但发生迅速，其中一部分还会在无意识

或前意识状态下发生，行为者并未明确意识到其行为选择的动机以及真正影响其判断的

因素。(34)

比如，芝加哥北湖滨大道的 S 形弯道减速试验。北美五大湖之一的密执安湖位于

芝加哥区域内。湖畔的北湖滨大道是一条存在不少 S 形弯道的公路。路边设立了一些

限速标志，但弯道超速驾驶导致的追尾等事故不断发生。为解决这一问题，交管部门在

弯道之前的路面上画出横断的斑马线，离弯道越近，斑马线就越密集。依据认知原理，速

度知觉不仅与速度有关，也与参照物有关。横线密集程度的不断增加，让人感到速度在

不断加快，多数驾驶者会因此主动减速，在不知不觉中遵守了限速法规，事故随之减少。(35)

在这里，交通法规和驾驶行为可以看成两种事物。法规可以仅用限速标志向人们呈现，

也可辅之以不断增加密度的斑马线。这说明增加辅助的斑马线，使交通法规与驾驶行为

之间建立起更符合认知规律、更为有效的“对接”。这种“对接”就是交互的“界面”

（interface）。
从微观认知角度探讨行为的发生机制，旨在发现法律、法规、政策与民众的正确接

口，推动作为“数字枫桥”核心构件的制度体系与个体行为之间顺畅的交互，找到制度

与人之间的高效对接方式，为“数字枫桥”的法治实现设计更人性化的界面。

（二）行为动力理论与“数字枫桥”的关联性

行为动力理论改变了把理性作为唯一起点的逻辑，让我们开始关注如何创造“数字

枫桥”的高效认知界面，让制度体系（系统 2）为个体行为（系统 1）提供更为科学的

保障，以此推动“数字枫桥”模式的创新发展。其核心在于，既应合理施加制度体系的

外部压力，又可以从个体认知角度，探讨数字化转型背景下的“个体会在什么条件下更

自愿定分止争”，让源头化解机制融入个体行为，并逐步占据主导地位。简言之，就是发

现个体主动定分止争的认知行为机制，重点关注更有效推动源头治理的高效认知界面。

根据这一导向，个体更自愿在源头化解矛盾纠纷的行为，不再只是政府部门、司法机关的

(33) See Jonathan St.B.T. Evans, supra note 30, 8.
(34) 参见［美］丹尼尔·卡尼曼：《思考，快与慢》，胡晓姣、李爱民、何梦莹译，中信出版社 2012 年版，第 383-384 页。

(35) See Richard H. Thaler & Cass R. Sunstein, Nudge: Improving Decisions about Health, Wealth and Happiness,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8, p.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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硬干预结果，还应当通过软干预加以实现。软干预作为定分止争行为的社会干预形式，

对个体来说，体现为一种巧干预，它激活了矛盾纠纷主体自愿、自动做出行为；对政府权

力而言，它提供了更智慧的纠纷解决干预机制；对社会治理而言，它创造了更温和、更人

性化的源头治理界面。

在此基础上，行为动力理论与纠纷解决的关联性研究还表明，在低成本条件下，在高

社会性场合，彼此达成共识的可能性最高；同时，善用主体的认知能力，结合高社会性的

选择环境，对保持高成本下的共识意愿也起到积极作用。(36) 所以，为推动“数字枫桥”的

深化创新，需要进一步基于行为动力理论，围绕成本控制、高社会性的选择环境建设、以

人民为中心的认知能力提升等关键要素，构建数字化基础上定分止争的高效认知界面。

第一，数字化降低了成本，对纠纷解决转型起主要作用。若不考虑成本和场合，法律

性的启动无疑更容易引发解纷意愿。但研究表明，“成本与场合对纠纷解决具有交互影

响，其中成本更为重要”(37)。事实上，纠纷解决必须依赖参与主体间的信息匹配，提供更有

效率的分配，让最合适的主体在恰当时间、空间获得准确信息，它决定了在什么层级上定

分止争。“数字枫桥”把物理和社会空间映射在数字空间，并释放数据流动性，提升了纠

纷解决主体配置数据资源的能力，把人们远距离沟通的成本降到最低，创造了共享交互

的新质生产力，为实现纠纷解决的法治转型提供基础。

第二，数字化提供的高社会性选择改变了纠纷解决模式。解纷场合的情境、条件、成

本差别，会对当事人的解纷意愿产生不同影响。当纠纷的复杂性让政府协同各方解决的

成本较高，数字化平台以低成本协同各方解纷的优势就会体现得更为明显。它要求法治

应当支持数字化方式打破解纷各方之间的隔裂，能够以常态的、有意识的安排，打破在政

府、机构和组织之间的边界，开放性地连接纠纷解决的利益相关方。这样，解纷各方之间

的协同随任务启动而出现，并随着任务结束而终结，可以围绕纠纷解决目标，灵活敏捷地

建立起最大程度解纷的法治界面。

第三，数字化改变了主体认知视角，是纠纷解决创新的精髓。数字化是针对个体的

解纷能力提升，也就是围绕特定主体构建纠纷解决的逻辑以及决定数据流动的逻辑。它

意味着视角转换，从个体是社会的原子变成社会是个体的网络，不仅从个体出发建立与

其他主体的连接，而且纠纷解决的所有场合应被嵌入“人”的网络。个体作为纠纷治理

参与者，可以进入不同场合并灵活转换角色。角色平行化降低了个体学习新工具的成本，

更重要的是形成一种新认知，把纠纷解决能力视为法治生活的组成部分。

（三）“数字枫桥”推动纠纷解决范式转型的行为动力机制

以上基于行为动力理论的高效认知界面构建，讨论了推动“数字枫桥”发展的关键

要素，在此基础上，它是怎么推动纠纷解决的范式转型？纠纷解决的复杂性在本质上意

味着，系统整体会不断“涌现”某些规则，又难以用简易、单个行为的线性叠加来解释，

(36) 参见葛岩、秦裕林：《善行的边界：社会和市场规范中的公益选择》，载《中国社会科学》2012 年第 8 期，第 72 页。

(37) Lisa B. Amsler, The Next Generation of Administrative Law: Building the Legal Infrastructure for Collaborative Governance, 
Wisconsin Law Review, Vol.2:297, p.297-356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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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一个微小的扰动可能在系统宏观上产生出乎意料的结果，撬动和引发更为深层的变

革。(38) 而“数字枫桥”作为一个关键变量不仅从技术上，更是从理论范式上推动了纠纷解

决的法治转型。

“数字枫桥”作为一个多中心、网络状、协作性的新形态，呈现为一个复杂系统，而所

有系统置身于复杂世界，只有人类可以意识到复杂性。面对新时代矛盾纠纷的复杂性，

“数字枫桥”努力形成新型的纠纷解决法治范式。表 1 展示了纠纷解决的四种法治范式。

一般而言，治理被认为是“个人、各种公共或私人机构管理其共同事务的诸多方式”(39)，包

括市场式、行政式、网络式(40)。市场式治理基于竞争机制，体现了无意识的社会性；行政式

的自上而下管理，侧重于有意识的法律性；网络式为跨主体合作，表现为有意识的社会

性。而“数字枫桥”的内核是数字化对纠纷解决系统的深层嵌入，是系统在无意识状态

下对行为产生影响。这被称之为“赛博格式”治理 (41)，表现为无意识的法律性。一方面，

在系统维度上，“数字枫桥”既不否认社会性、法律性的存在，也不是非此即彼地将两者

割裂成对立的概念。当系统获得时间、空间和功能的过程没有国家特定干预，该系统就

是社会性的，反之就是法律性的。在“数字枫桥”的多数场景中，两者不能单独形成价

值。事实上，无论是及时响应数字化变动、理性应对数字刚性，为纠纷解决设计更为弹性

的框架，还是让平台在纠纷解决的协同治理中保持公共角色，“数字枫桥”都不只是强

调自组织，而是认为法律性的公共权力参与不可或缺。另一方面，在个体维度上，基于成

本控制、高社会性选择、改变主体认知视角的考量，“数字枫桥”的无意识干预扮演了重

要角色。

表 1 纠纷解决的四种法治范式

系统维度

社会性 法律性

个体维度
无意识 市场式 赛博格式

有意识 网络式 行政式

基于行为动力原理，“赛博格”本质是把规则嵌入系统，依赖于系统内部渠道的神

经元，潜移默化地形成对不同场景的信息反馈，并给予自动化指引。正是这一方式，塑造

了“数字枫桥”模式下从硬性干预到柔性干预的纠纷解决范式转型。其内容包括：

(38) 参见喻国明、马慧：《互联网时代的新权力范式：“关系赋权”——“连接一切”场景下的社会关系的重组与权力格局

的变迁》，载《国际新闻界》2016 年第 10 期，第 12 页。

(39) 俞可平：《治理与善治》，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5 页。

(40) See World Bank, Governance and Development, in Daniel Kaufmann & Aart Kraay, Governance Indicators: Where are We, 
Where should We be Going, Policy Research Working Paper, No. 4370, Washington, 1992.

(41) 参见阮云星、高英策：《赛博格人类学：信息时代的“控制论有机体”隐喻与智识生产》，载《开放时代》2020 年第

1 期，第 16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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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从对单一规则转向多元规则的择优选择。在复杂性社会里，出于定分止争的本

能以及更好定分止争的欲望，主体之间存在同向匹配的趋向，人们倾向于选择熟悉的、相

邻环境的认知行为规则。而数字化可以实现不同属性、内容和效力的多元规则在不同纠

纷场景中的竞争性连接，这带来了社会治理的突变。人们将选择自己认为“最好的”、模

仿“最成功的”，由此涌现新的社会准则、社会秩序和社会功能，会逐步塑造数字社会纠

纷解决的法治模式。

二是从对嵌入规则的自发适用转向自觉适用。难以止争经常不是刻意的，而是人们

在情况不熟悉、风险又高，且来不及收集更多信息时的直觉错误。偶尔的错误若代价不

大，仓促决定可节省时间和精力，只是有时误判的结果非常严重。数字化对规则的深层

嵌入，为系统内部层级以低成本实现高度社会性提供了基础，让人们在纠纷解决时自觉

认识到各种解释的不相容性，以避免只关注第一印象，忽视某些因素而产生误判。

三是从对规则的强制性服从转向信任性依赖。以往维持社会有序的途径在于，树立

影响力大、发挥中心作用的权威，让权威把握纠纷解决的方向和路径。但它一旦遭遇信

任危机，只会带来强制性服从，发生“滑坡效应”(42)。而数字时代的法治以信息流动为切

入点，打破科层体制、属地管理、条块分割等壁垒，尤其以“人”为中心对纠纷场景建立

及时的信息反馈，实现解纷体制的需求对称和资源均衡，重建了纠纷主体对权威的信任。

相关行为动力研究表明，纠纷发生率因主体反馈程度不同而有所差别：反馈程度越高，纠

纷发生率越低。(43)

（四）“数字枫桥”的柔性干预方式

基于行为动力理论的“数字枫桥”不只是纠纷解决的数字化，更加是数字化的纠纷

解决。前者是以数字技术赋能和改造原有的纠纷解决方式，解决了碎片化、临时性、低效

率等问题；后者表现为在人和技术两个方向上重构纠纷解决的框架，本质上是基于数字

化实现法治的系统性变革，推进柔性干预的法治高质量发展。“数字枫桥”的柔性干预

方式主要包括以下方面。

一是“矩阵规则”的软干预。以往对乡规民约或威慑模型的讨论，占据纠纷解决研

究光谱的两端。(44) 数字化通过纠纷解决权力的外移，让横向的权力分化成为可能；又以数

字权威方式，让纵向的国家纠纷治理能力增强。这使纠纷解决受到横向、纵向的矩阵规

则影响。因此，数字化对纠纷解决的干预跳出了以往惯习，不是问题刚出现就立刻作出

决策，这样会带有偏见。毕竟纠纷解决的不同主体基于角色不同，针对同一问题可能作

出不同判断，一旦依据自身解决问题的标准，就会产生“公说公理、婆说婆理”的悖论。

(42) 滑坡效应，是指当权力弱化、信任降低同时发生，解决纠纷的意愿会急剧下滑。

(43) 参见符丁、李明江、黎路：《基于价值驱动的人类行为动力学实证研究和建模》，载《电子科技大学学报》2015 年第 5
期，第 654-655 页。

(44) 参见何士青、许英达：《乡规民约塑造乡村善治的博弈论分析》，载《武汉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 年第 5
期，第 52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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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化引入了“慢走规则”，可以随问题的生命周期，依据数据评估和诠释判断立场的变

化，以“先切蛋糕者后拿”的逻辑寻找共识。

二是“关联规则”的弱干预。数字化以空间聚合、多元参与、无缝沟通和工具集成

等特性，极大释放了信息的流动性，使纠纷协同治理的能力增强，并以关联规则生产新的

协同。相关研究表明，单一模式、添加模式、分离模式与及时的定分止争行为关联密切。(45)

在非数字化的单一模式中，当面子、人情或法律惩戒与止争之间具有强关联时，主体就会

选择及时止争。而在数字化协同的添加模式中，隐性记忆与乡规民约、“小事不出村”

等显性记忆更易于连结在一起，及时止争行为也更容易出现。而在分离模式中，数字化

平台让纠纷解决与类案推送、执行到位率、解纷成本计算等显性记忆建立关联，那些诉讼

成本高、结果不确定的纠纷会让人采取止争的控制行为。

三是“默认规则”的巧干预。默认规则，是指主体没有明确另作约定的当然规则。

数字化可以提供经过加工或最易于提取的特定信息，更利于在源头上设计定分止争的触

发点或启动物，让人在无知觉状态下影响对矛盾的判断；又通过数字评价及信用提供外

界“围观”的力量，使“你帮我、我帮他”的社会链条不会断裂，为及时止争所依赖的长

远利益回报提供土壤。

五、“数字枫桥”的法治机制

“数字枫桥”作为国家治理体系的组成部分，需结合具体国情推进法治的深层变革。

数字化为纠纷解决的高水平治理提供了基础，但已取得的不少成效还无法实现泛在化的

推广应用。其原因在于：“数字枫桥”推动纠纷解决范式转型的行为动力机制仅揭示了

一个人面对矛盾纠纷的行为发生机理，但有时努力控制自己的行为，甚至自愿交出自己

的支配程序仍很难产生较好效果。任何个体都在一种社会生活的结构中，不是离群索居，

这让服从法治权威的决定因素与高质量的法治环境有着特别关联。因此，“数字枫桥”

的法治原理与范式转型仍要推动机制创新。其中的关键是：如何建立健全多元规则并行

的制度体系，如何通过相关程序实现纠纷机制平台的塑造，以及如何通过数字化的再造

和赋能实现多元主体之间的信任沟通。

（一）多元规则的择优标准

面对新时代纠纷的复杂性，纠纷治理的参与主体根据目标函数对多规则择优选择，

实现与其他主体连接，也被其他主体连接，形成自己在纠纷解决中的权力位置，并产生与

位置相应的影响力，获得话语权或利益优势。这一变化使多元规则的择优标准需要从两

个维度展开。

(45) See Marco Perugini, Juliette Richetin & Cristina Zogmaister, Prediction of Behavior, in Bertram Gawronski & Keith Payne 
eds., Handbook of Implicit Social Cognition: Measurement, Theory, and Application, Guilford Press, 2010, p.255-2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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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理顺政府与社会的关系

“数字枫桥”带来了权力的转移与转化，在开放结构和较少干预下，它不但可以通过

自我完善得以发展，还可以激发纠纷解决主体的智慧，使技术与人的协同进化不断延伸。

然而，也要意识到如果没有法治的理性，技术的野蛮生长不会为纠纷解决带来福祉，国家

反而会在社会趋向分散化、碎片化的同时，变得更有规训力、更为权威化。

第一，平衡政府自主性与“数字枫桥”的高社会性。政府追求与社会力量不同目标

的特征，可以被概括为“政府自主性”。具有较大影响力的主体决定纠纷治理的方向、内

容和结果，如“数字枫桥”中的政府更关注平安指数、数字融合程度、减少涉诉信访。但

政府自主性并非一定越强越好，而是要与实际需求、判定标准、责任意识等相契合，这也

导致各地的数字化纠纷治理方案会有所差别。因此，“数字枫桥”发展必然呈现高社会

性：不只是注重政府的风控模型，还要考虑风控依据的“社会化原则”；不只是政府的单

向度审查，还要以数字基础验证规则的适用效果，寻求“公益与私益”的负载均衡；不只

是以数字研判的结果匹配权责，还要基于现实复杂性考量整体性与个体化；不只是关注

到对政府相关责任主体的问责，还要防止数字化诱发责任主体的避责行为，以可计算的

责任风险分配取代纠纷解决的利益分配。

第二，把对纠纷解决的“系统性后果”作为平衡点。纠纷解决的高社会性，不只遵

循基于伦理的特定关系规则，还要逐步回归基于法治的普遍关系规则。当然，这并不是

现实社会的自发过程，而是数字社会特征决定的，它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以往熟人社会

的运行体系，把不可调和的冲突转化为平等主体之间受法治约束的理性交流。这样，纠

纷解决不再是“伦理”与“法治”之争，而是在“法治”两个组成部分之间的选择，也

就是数字化呈现的“具体个案后果”与“系统性后果”之间的张力。数字化可以更全面、

更快捷提供类案、资源、规则、工具、风险等信息，让人们在依赖自治难以解决纠纷时，能

够在数字化设定的法治空间内超越具体个案后果，从法治的规则输出、稳定预期等系统

性后果去判断得失，这正是数字法治具有正统性的再生产功能决定的。

2. 理顺社会与民众的关系

数字化“改变整个法律体系运作于其中的社会空间，改变数据掌控者与个人的权力

关系，甚至创生许多无需法律的社会控制”(46)。这一特征使原来自上而下的、由少数资源控

制者主导的社会系统，逐步转变为离散的、广大民众力量主导的关系网络，其生长和运行

遵循复杂系统的规律，简单的外力控制已经难以达到预期效果。

因此，数字化可以连接更多的社会属性，使对矛盾纠纷的化解可以关口前移，在理念

设计、事权设置、解纷成本等方面统筹规划，进一步实现源头治理。以往当事人谋求解纷

的“一步到位”，往往不受证据、期限、步骤和方式等限制。“数字枫桥”模式的纠纷解决，

应建立能够反映不同群体利益表达的多元规则选择机制，既遵循必要的程序和机制，又

(46) 马长山：《数字法治的三维面向》，载《北大法律评论》2022 年第 2 辑，第 6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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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感知到各种富有活力的社会支持，让纠纷解决表现为一个多方参与协作的过程。因此，

必须建立一条不同群体通过民主方式共同参与规则制定的渠道，从而充分反映他们各自

的利益需求。这一方式在内容上包括：一是坚持“数字枫桥”的规则之治，从“给民众

端菜”转向“让公众点菜”，订立规则之时让民众始终“在场”，建立民意征集、社区听证、

不采纳说明，提供更完整的民主协商方式；二是设定前置的形式规则，避免把突破法律底

线当成习惯，不使纠纷解决陷入“小世界”，推动建立“元治理”的可复制模式；三是以

“折叠空间”为支点，实现民众与社会基层机构、社会组织的共治，并响应社会差异化需

求，实现全过程参与的共享。

（二）嵌入规则的平台体系

“数字枫桥”是面对复杂社会的简约治理，需要以平台为依托，克服以往权威分散、

信息不对称、反应迟缓等弊端。重点是在纠纷解决者与纠纷主体之间建立数字化社区，

把村规民约、关系情理、行业标准、评价体系等虚拟化，并以敏捷行动、协同集约、流程再

造等方式嵌入这一社区，实现“对决定的决定，对规制的规制”(47)。它依赖于以下三个机制

加以实现：

1.“宽框架”的双体系协同

司法部主导的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和最高人民法院主导的诉讼服务体系都具有平台

性。但前者缺少实体业务对接，使功能受到限制，后者则“挺”到一线成为解纷的前台

和窗口，两者形成协同性不足的双体系运行格局。正是受限于这种分立的“窄框架”，

当出现纠纷时，人们倾向于简单决策，较少愿意去增强与其他主体协作的一致性。(48) 而

在“宽框架”的双体系协同里，公共法律服务的“风险政策”会让当事人设想暂时的

损失会换来长远的收益；诉讼服务的“外部意见”又会把当事人注意力从当前情境转

移到类似情境的结果数据上。“宽框架”的双体系协同的本质是“通过无数方法分解

和组合选项”(49)，为纠纷主体提供风险评估、分类分级、依托载体、诉非对接的最佳组合与

决策空间。

构建“宽框架”的双体系协同的维度主要有：一是建立可信的矛盾纠纷源头化解平

台底座。以云网安全一体化为依托，部署区块链、WEB3.0、生成式大模型、微服务应用

中台、数据中台等。在此基础上，构建一个总平台门户，能够同时适用 PC、App 和微信端，

可以提供灵活的组件和插件。二是架构可靠的纠纷解决知识服务体系。提供域外法查

明，并安装多语种的自助翻译器支持；提供公报案例、指导案例、典型案例和新型案例库，

并能根据实际需求智能推送；以“数据可用不可见”方式，提供行政和司法机关的执法

和裁判数据，持续输出法定规则。三是提供可用的基础性和行业性纠纷解决工具。推进

(47) ［德］图依布纳：《现代法中的实质要素和反思要素》，矫波译，载《北大法律评论》2000 年第 2 辑，第 592 页。

(48) 参见朱力、袁迎春：《我国居民社会矛盾的解决方式——基于全国 9 市调查数据的分析》，载《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

政学院）学报》2020 年第 2 期，第 120 页。

(49) 前注 ㉞，丹尼尔·卡尼曼书，第 30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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矛盾纠纷源头治理相关的数字化应用，整合风险库、规则库，算法库、大小模型、智能合约

等，将其赋能于定分止争。当然他们不是零星应用，而是可以形成集合式能量，发挥更大

更持续的纠纷解决价值。

2. 多主体之间的功能性衔接

原有的社会系统已不能适应变化了的社会条件和利益机制，“数字枫桥”改变了主

体间的社会联结，不再是国家的简单干预，而是以权威的韧性实现纠纷治理的“理性”。

纠纷治理主体之间的功能性衔接的核心在于建立融合性数据库和协调交互枢纽。

一是建立融合性数据库。它意味着治理资源下沉，把政府跨部门、社区建设、网络

管理、行业自律等数据应归尽归。其目的不只是为了“稳控”，还要服务于纠纷主体，建

立简单易懂的数字指引，构建科学的准入门槛及权利义务，提供一站式服务。一方面，针

对解纷诉求多渠道重复提的现象，推动调解中心、网格、信访办、综合治理等数据的横跨

集成、预警和研判以及基层数据的应报尽报，实现对矛盾纠纷源头的客观真实还原。另

一方面，针对解纷诉求难以直达、解纷程序不透明等问题，推动纠纷解决的全过程数据留

痕，建立“一案一码库”，实现不同人员、不同部门的信息共享。

二是建立协调交互枢纽。就是不受限于内部事务、非讼事务、诉讼事务的分隔，把触

角延伸到纠纷解决的全过程。一方面是向前端，针对多发易发案件，提供同质标准、自动

履行的正向激励、失信的信用惩戒；健全调解员、网络员的奖惩机制，鼓励基层、行业一线

利用数字平台，释放身边一切可用资源促进纠纷解决，压实基层责任；优化纠纷解决的资

源共享机制，提升纠纷解决的专业度。另一方面是向后端，建立“矛盾纠纷源头治理指

数”等评价机制，对协同部门进行评价，实现“街镇吹哨、部门报到”的交互场景；理性

看待司法确认，避免破坏调解本质而出现调解的“司法化”。

3. 社会共治的自律机制建设

基层社会自治改革明确城乡社区是社会治理的“基本单元”，并推进了政社分开、权

责分明、依法自治的社会组织体系建设。而“数字枫桥”进一步把政府与社区、网格、行

业、个人、司法等连接起来，实现了数字一体化的全链条治理。但是，又要避免政府和司

法的角色过于强大或越位，因为这样可能弱化社会组织体系的功能。此外，还应当认真

评估平台被权威主体掌控的问题，防止缺少市场化运行而产生负面影响。

基于这一导向，“数字枫桥”在整体结构上需要高度重视纠纷解决社会自给的重要

性，更多提供自律性的纠纷解决机制。围绕高频的矛盾类型，从源头开始全过程寻找常

见的风险点，构建专项的风险热力散点图、风险应对知识图谱等，并基于小样本集泛化、

人机交互推理、风险发生概率，建立风险点与人、案、物之间的关联性观测体系、行为风险

预判和核查机制。此外，应推进行政调解和裁决一体化，在医疗、环保等领域构建专门性

纠纷解决机制；探索前置强制性的解纷方式的适用范围和运行模式，在普惠金融、交通肇

事、保险理赔、消费争议等领域先行试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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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稳定预期的信任规则

“数字枫桥”会在整体上表现为以数据反映的“累积型情绪”。(50) 影响纠纷解决的累

积型情绪并非当事人心理的简单累加，而是“通过社会认同、情绪感染、去个性化等机制

新生成的具有本身特质和功能的心理”(51)。但为避免个体行为意愿和态度被总体一致性替

代，“数字枫桥”需要从当事人微观的主观感受出发，寻找建立稳定预期的干预方式。

1. 裁判规则的指引

实务界对司法向前延伸的定位多次折返，最终被确定在“引领、推动和保障”上。(52)

同时，为恪守结构性、功能性、伦理性等司法谦抑原则，“数字枫桥”中的司法角色从根

本上仍应以“末梢”裁判为基石，防止出现立案难、诱导型和解、前端不当介入等现象。

根据当事人“预期—实现”理论，影响个体行为的重要变量是“信任度”。(53) 主体行

动的首要原因是预期与信心的交织，其中司法作为社会救济的最后底线，裁判规则的科

学合理无疑是影响个体对事项处理有无信心的关键。比如，关于责任与效果的关系问题，

当责任威慑达到拐点，司法即使继续加重责任，效果也是有限的。因为责任与效果之间

并非线性关系，责任过重会导致一方不合理期待“严惩”，又基于“破窗心理”铤而走险，

反而不利于指引前端的纠纷解决。

基于“数字枫桥”模式的裁判规则指引，应当覆盖纠纷解决的全周期。一是事前预

防。可以利用数字化方式便捷输出司法认定案件的标准，推送裁判观点，让当事人更准

确产生预期；探索在线化的跨区域管辖、线索移送、异地调查取证协作机制等。二是事中

化解。在数字平台上提供纠纷的分类分级管理、法条和类案推送、多元解纷工具风险评

估、解纷主体匹配、成讼率分析、诉讼风险分析、执行到位率评估、虚拟仿真风险源分析、

评估鉴定前置、纳入诚信体系等功能。三是事后处理。建立调解协议司法确认的繁简分

流算法模型，在线实现赋强公证与执行立案、保全的“紧衔接”，提供进入司法程序后的

数字化快审快执和质效动态反馈等机制。

2. 复杂需求的支持

裁判者不是“全能”的，也不可能完全依据理性作出判断。因此，需要因应源头治

理加以“柔性干预”，最大程度树立当事人对纠纷解决的信心。“数字枫桥”应推动纠纷

解决的扁平化，让纠纷解决体系对社会主体的不同需求给予精准关注。

第一，捕捉能触动纠纷主体的最敏感神经。纠纷解决的焦点一旦涉及公民权利、利

益分配、社会公平等，最能触动纠纷主体的神经。尤其当外部环境异常或存在一些负面

(50) 参见李汉林、魏钦恭：《社会景气与社会信心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3 年版，第 12-15 页。

(51) 杨宜音：《个体与宏观社会的心理关系：社会心态概念的界定》，载《社会学研究》2006 年第 4 期，第 119 页。

(52) 参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进一步深化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改革的意见》（法发〔2016〕14 号）；最高人民法

院《关于建设一站式多元解纷机制一站式诉讼服务中心的意见》（法发〔2019〕19 号）；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深化人

民法院一站式多元解纷机制建设 推动矛盾纠纷源头化解的实施意见》（法发〔2021〕25 号）。

(53) 参见张彦、魏钦恭、李汉林：《发展过程中的社会景气与社会信心——概念、量表与指数构建》，载《中国社会科学》

2015 年第 4 期，第 6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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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更会让当事人找到让矛盾进一步爆发的借口。因此，“数字枫桥”需要对这一网

络效应进行法治上的界定，防止某个微小的变化或个别事件启动系统内部的自催化机

制，引发高强度或大范围影响。其关键在于让纠纷主体更多参与程序、机制的设计，逐步

建立适应性。适应性是协同默契的基础，使纠纷主体能够在“和而不同”的氛围中，形

成“整体大于部分之和”的价值。

第二，改善重点行业的源头治理供给方式。源头治理亟需在行业的供给侧建立法治

化的资源输出。比如，许多人擅自把互联网图片商业化使用，使营利性机构以“发现侵

权的计算机终端所在地”为依据集中起诉，并采取诉请的小额化策略，避开赔偿损失的

严格举证责任，导致了此类纠纷的猛增。针对这一现象，“数字枫桥”的能力输出在于

供给低成本和便捷的正版图源，从源头上提供市场化的纠纷解决方案。再如，针对涉企

的商事纠纷源头治理，“数字枫桥”需要以监督一体化解决系统条线分割、单一监督成

效不明显问题，以全流程覆盖推动源头防控、问题发现、督促整改、责任追究，以数据融合

实现多部门联动、提前介入、第三方评估等。

第三，防止陷入自组织关系网络的负面舆情。许多纠纷的产生、演变与网上舆情变

化密切相关，当外界环境变化达到极限，信息和舆论的传播积累到达峰值，关注用户达到

一定规模，或者网上的某个中心节点一举发力，都会使处于非平衡状态的关系网络到达

“临界点”。因此，“数字枫桥”需要有议题设置能力和舆论引导能力，以及对线上线下、

官方民间舆论场的耦合功能。这种能力应当能对纠纷解决中的个体、群体、组织和事件

赋予合法性，产生一般媒体所不能比拟的能量，成为纠纷解决中人们首选的途径。

六、结 语

“数字枫桥”是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一个缩影，代表着新时代纠纷解

决的法治创新与转型。它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理念，依托数字化的连接、赋能与协同，推动

了纠纷解决体系及其法治模式的转型。这一过程聚焦和关切的不是发挥数字本身的独

特禀赋，而是以何种面貌和格局去应对数字时代不断涌现的法治挑战。同时，应认识到

纠纷解决的复杂性、不确定性和非线性特征，从法治基础上推动政府、社会与民众关系的

转变，建立法律性与社会性之间的竞争性连接，并把择优的规则嵌入系统，以系统的方式

产生深刻而广泛的影响。同时，让纠纷解决不再分而治之，而是把数字化作为中介，以

“宽框架”的形式构建具有弹性、适应性和持久性的新型治理结构。此外，作为对纠纷解

决个体的干预方式，不再是政府、司法部门的硬性干预，而是柔性干预，激活更可能、更容

易实现的纠纷化解机制，创造更人性化、更有效的界面，推动纠纷解决从管理到治理的法

治转型。

当然，问题的讨论不止于此。深化对“数字枫桥”法治原理、模式与机制的研究，既

要发挥数字技术的作用，又不能盲从数字技术，毕竟数字化一旦产生过度的刚性，会让纠

北大法律信息网www.chinalawinfo.com/ 　北大法宝www.pkulaw.com/



中国法学 2024 年第 5 期

60

纷解决“收之桑榆、失之东隅”；既要坚持一体化协同治理，又应倡行自下而上的治理在

不同场景中的合理应用，以及与公共权力适当干预的融合发展；既要建立和完善数字化

纠纷解决的标准化建设，又要关注不同地区、不同行业在鲜明特色、资源配置、主体意识

上的差别。此外，还应认识到纠纷解决最终是由人来完成的，人仍是其中最核心的价值，

数字化要实现的是能够获得更深层次认同的法治模式。由此，本文致力于构建的是一个

定义清晰、要素集约、递进分解的“数字枫桥”法治框架。其中最为重要的是，实现数字

时代矛盾纠纷的源头治理，必须紧随现实变迁不断进行技术和制度的适时性改变。

Abstract: Digitalization has expanded the possibilities for social transformation and has 
had a profound impact on dispute resolution, both in terms of digital governance of disputes 
and in terms of challenges brought by digitalization. As a novel form of dispute resolution, 
the ‘Digital Fengqiao’ goes beyond mere exploitation of digital capabilities; rather, it seeks to 
transform the elements of dispute resolution into social and legal interrelationships. It aims 
to digitally reorganize the structure, resources, and rules of dispute resolution. It redefines 
the connotation, positioning, and function of the rule of law in the context of the ‘Fengqiao 
Model’. In light of these considerations, the integration of behavioral dynamics theory can 
further explain why the ‘Digital Fengqiao’ can become a driving mechanism to promote the 
transition of the dispute resolution paradigm from the reliance on ‘hard intervention’ to an 
approach characterized by ‘flexible intervention’, and shape a new mode of rule of law. The 
‘Digital Fengqiao’ should facilitate the evolution of the rule of law apparatus, establish criteria 
for the selection among multiple rules, construct a platform system integrated within the rules, 
and establish rules of trust to stabilize expectations.

（责任编辑：刘海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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